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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放牧牲畜粪便沉积是影响草地土壤养分动态的重要途径之一，粪便降解过程调控着其养分返还效率，从而可能对草地土

壤养分平衡和植被生长的养分供应等产生重要影响。 针对放牧牲畜排粪行为特性、牲畜粪便的物质组成及其降解过程、以及粪

便养分归还对土壤养分动态的影响等进行了系统论述，阐明了牲畜粪便降解与其养分迁移转化的关系，以及粪便养分输入对放

牧草地生态系统养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效应和可能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加深对牲畜粪便降解的养分动态变化过程的认

知和厘清粪便—植物—土壤体系养分迁移和转化的影响机制积累理论基础，进而为优化牲畜粪便管理模式、维持土壤养分平衡

和促进草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粪便降解；碳氮变化；养分迁移转化；土壤养分；草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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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放牧是对草地生态系统的一种外来干扰［１］，一方面可以改变草地的形态特征，另一方面还会通过改

变草地植物群落结构和生产力等影响物质和养分循环，从而影响草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作为牲畜主要的

排泄行为类型之一，粪便排泄被认为是对放牧草地的一种天然的施肥措施，也是草地养分归还的一种重要途

径，对于维持土壤肥力和植被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学意义［２⁃４］。 而且，对于养分匮缺的脆弱天然草地

生态系统而言，牲畜粪便养分返还显得尤为重要［５］。
在放牧草地生态系统中，牲畜取食植物养分的 ６０％—９９％会以排泄物的形式返还到草地土壤中，并使得

排泄物斑块成为碳氮转化的重要场所［６］。 而且，牲畜排泄物输入会促使草地植物养分的再分布，从而对草地

土壤养分循环产生重要影响［７⁃８］。 研究表明，牲畜粪便排泄能直接增加土壤营养元素含量［９］，增强粪便斑块

下土壤微生物活性而加快养分循环速率，在较小尺度范围内显著改变草地土壤理化和生物学性质［１０⁃１１］。 近

年来，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与牲畜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牲畜粪便归还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

环，并引发了显著的生态系统效应［４］。 而且，以氮素为主要养分形式［６］的牲畜粪便在影响放牧草地土壤氮素

迁移转化、温室气体排放和生态系统生产力等方面将表现更为突出。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草地牲畜排泄物氮

输入量将达到 ５２００ 万 ｔ，较 １９００ 年增加约 ３ 倍，所导致的氨挥发、氧化亚氮排放、氮素淋溶和径流损失等将分

别增加约 ９ 倍、３ 倍和 １０ 倍［１２］。 由此可见，探究放牧草地牲畜粪便降解及其养分释放对于合理评估粪便养分

返还效率和减少草地土壤养分淋失等势在必行。 目前，针对牲畜粪便降解及其生态系统效应方面虽然开展了

一些研究［３，５，９］，但总体研究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牲畜粪便养分迁移转化过程及其对土壤关键养分动态的作

用机制如何尚不清楚，且关于不同气候环境和草地类型下牲畜粪便返还对土壤养分影响差异性的认知还有待

增强。 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牲畜粪便降解的理化和微生物过程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加以解析和论述，有助于

为阐明粪便养分迁移转化过程及其对草地土壤养分动态的影响效应、厘清牲畜粪便返还在草地生态系统养分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贡献和优化牲畜粪便管理模式等提供有益参考。

１　 牲畜排粪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牲畜粪便排泄是其日常行为之一，是除尿液排泄外牲畜与草地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另一主要途径，也是草

地养分来源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表明，牲畜排粪频次和排泄量等行为特性通常受到畜种类型、采食量、
牧草消化率、气候环境以及牲畜自身生理状态等因素的重要影响［１３⁃１４］。 Ｈａｙｎｅｓ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６］ 发现，普通放牧

牛平均每天排粪约 １０—１６ 次，而放牧羊排粪频率相对较高，平均每天可达 １９—２６ 次。 青藏高原高寒环境特

有的放牧牦牛每天排粪约 ９—１１ 次［１５］，蒙古牛平均每天排粪约 １０ 次［１６］，二者日均排粪频次相当且与普通牛

种排粪频次差异不大。 而蒙古羊平均每天排粪约 ６ 次，且白天排粪次数最多，夜晚最少，日均排粪量约为

０．７３—０．９５ ｋｇ，与鱼小军［１７］报道的放牧绵羊 ０．４５—０．５２ ｋｇ 的日均排粪量具有一定的差异。 这可能与不同的

畜种类型具有不同的采食量和牧草消化率等因素有关。 此外，在不同放牧时间、放牧季节和强度、草场状况等

因素影响下，牲畜排粪行为表现具有一定的差异。 Ｏｕｄｓｈｏｏｒｎ 等［１８］ 在丹麦草场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放牧活

动时间下，奶牛平均每天排粪 １０．５ 次，限制放牧时间对每头奶牛每小时的排粪频次无显著影响。 Ｈｉｒａｔａ 等［１４］

在日本的研究显示，基于独立个体测量的放牧牛排粪频次为 ６—２４ 次 ／ ｄ，与 Ｈａｙｎｅｓ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６］的报道差异

较大，而按照放牧季节和区域分组测定的放牧牛日均排粪 １４．４ 次，白天排粪频次较夜晚高，而单次排粪量则

表现为相反的趋势。 放牧牛种群类型、性别和年龄等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个体排粪频次差异较大的原因。 例

如，鱼小军［１７］指出，牦牛粪便排泄与其年龄差异有关，１、２、３ 周和 ４ 周岁牦牛平均每天排粪 ５．８、６．３、７．３ 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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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次，每日排粪量以其干重计分别为 ０．４６、１．１４、１．５７ ｋｇ 和 ２．２４ ｋｇ，总体表现为每日排粪次数和排粪量均随

年龄增大呈直线增加趋势。 此外，Ｏｒｒ 等［１９］在英国半干旱天然草地的研究发现，放牧肉牛在 ５ 月和 ９ 月的日

均排粪次数相当，且适度和轻度放牧强度下牛的日均排粪次数约为 ９．３—１０ 次，二者无显著差异。 在两种不

同放牧强度下，放牧牛 ５ 月的日均新鲜牛粪排泄量为 ９．５—１０．８ ｋｇ，而 ９ 月高于 ５ 月，达到 １５．３—１７．４ ｋｇ，呈现

一定的季节性差异，与丁路明等［２０］和乌日娜等［２１］报道的牦牛和蒙古牛在夏秋季节的排粪频次较高的研究结

果较为类似，而与程晓涛等［２２］研究认为的牧草主营养成分随季节变化导致牦牛排粪量表现为冷季高暖季低

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差异。
除此之外，牲畜排粪行为还可能因放牧率、饲草种类、饲养方式、活动路径等的差异而表现各不相同。 汪

诗平和李永宏［２３］研究发现，相同放牧时期内，放牧率增加导致绵羊鲜粪排泄量减少，粪便颜色由深到浅，形状

由粘连到松散，粪粒由大到小；而相同放牧率在不同放牧时期下表现为 ８ 月份粪便干物质量最低，粪便颜色呈

深—浅—深，粪粒大小呈小—大—小的变化趋势。 而且，绵羊白天排粪量为夜间的 ２ 倍，但粪中干物质量无显

著差异。 从饲草种类来看，食用青草的牛比食用干草的牛排粪次数多，产奶牛比干奶牛排粪次数多。 采用密

集饲养的产奶牛多通过舍饲的方式进行喂养，其在畜棚内的排泄行为与自由放牧状态下相比具有较大的差

异。 另外，日常放牧牲畜多具有随意排泄的特征，不同放牧模式和牲畜类型使得排泄行为和排泄物分布容易

呈现较大的空间异质性。 李香真和陈佐忠［２４］发现，牲畜排泄产生的粪便除了分布于其主要摄食的草场外，作
为其栖息地的畜棚以及途经的村镇场地和道路等也均可能是发生排泄行为的场所。 而且，鱼小军［１７］ 通过估

算指出，放牧牦牛在草地上的排粪量可占全天排粪总量的 ３５．７％，归牧路径和出牧路径排粪量分别占 ６．８２％
和 １．９８％，畜圈排粪量占 ５５．５％。 此外，水源地周围，阴凉处以及栅栏等处也是放牧牲畜粪便较为集中的地

方［２５］。 而且，暖季放牧时，由于牲畜频繁饮水，会使得其排泄物较多集中于饮水槽附近［２６］。 由此可见，不同

牲畜类型、季节更替及放牧模式等均可能是影响牲畜排泄行为及粪便分布的重要因素，进而可能加剧土壤养

分分布的空间异质性。

２　 牲畜粪便降解及其养分动态变化

２．１　 牲畜粪便的物质组成

牲畜粪便通常由水、未消化的牧草、动物新陈代谢产物、大量的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等组成。 不同哺乳动

物的粪便在外形，大小和成分含量上有较大的差别［２７］。 对于反刍动物而言，其食物消化率较低，粪便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含量通常较高［６］。 尚斌［２８］通过对牛粪和羊粪的测定发现，它们的木质素、纤维素和半纤

维素物质总量分别达到 ６８．０％和 ５６．９％。 牛粪木质素和纤维素较高，而半纤维素与其他粪便类型相当。 春季

牧草繁茂，含水量高且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低会使得牧草易于被牲畜消化吸收，从而导致排泄的粪便含水

量较高，与 Ｄｕｒｉｎｇ［２９］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阿仁高娃和刘新民［３０］ 在内蒙古典型草原的研究发现，不同降解程

度的牛粪其物理形态和物质组成等具有一定的差异。 其中，未腐解牛粪含水量较高，外表颜色深且和内部颜

色基本一致，表面无硬皮，含未消化的植物纤维较多；半腐解牛粪含水量有所降低，无表面硬皮，外部近白色，
内部颜色发黄，含未消化的植物纤维较多；腐熟牛粪含水量较低，表面灰褐色且内部颜色较外部深，未消化的

植物纤维含量降低。 此外，除了水分和大量有机质外，粪便排泄还会伴随着大量的氮、磷、钾、钙、硫和镁等养

分元素在斑块区域沉积。
氮是排泄物的重要养分元素之一，约占牲畜摄入氮素的 ７５％—９５％［３１⁃３２］。 粪便中的氮主要包括总氮、有

机氮、铵态氮和硝态氮几种形态［３３］。 其中，有机氮约占 ９０％［３４］，主要包括氨基酸态氮、氨基糖态氮、酸解铵态

氮和非酸解态氮等组分［３５］。 李书田等［３６］通过测定发现，牛粪和羊粪平均氮含量分别约为 １．５６％和 １．３１％，磷
含量分别为 １．４９％和 １．０３％，牛粪氮磷含量总体高于羊粪。 而羊粪钾含量较牛粪高，分别为 ２．４０％和 １．９６％，
与鱼小军［１７］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研究发现的牦牛粪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均高于绵羊粪便的结果部分一致。
畜种类型、饲草种类和气候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可能是导致粪便组分产生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另外，牲畜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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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施加通常会增加 ２．５—５．０ ｃｍ 表层土壤钙和镁含量［２９］，表明二者也是粪便的重要组成元素，从而可能对土

壤肥力和植被生产力等产生潜在的影响。
２．２　 牲畜粪便降解过程中的养分动态

牲畜粪便降解主要包括物理降解和生物降解两个过程。 其中，物理降解主要是指由于降雨的机械打击和

牲畜践踏等导致的斑块破碎，而生物降解主要是指由细菌、真菌、甲虫和蚯蚓等导致的粪便结构破坏和养分元

素转化［６］。 粪便降解往往伴随着其养分物质的动态变化，例如粪便自身碳氮以气态形式释放，或随降水淋溶

以液态形式损失。 相比之下，粪便排泄初期的养分释放状况主要取决于能够导致其发生物理破碎的因素影

响［３７］。 微生物分解则通常发生在粪便降解、斑块被分散或者被降水淋洗的过程中，对于粪便有机氮和硫释放

具有重要的影响［６］。
马丽红等［３８］认为，牲畜粪便中易降解有机质和总有机碳等随降解时间的增长而逐渐降低，而与之对应的

腐殖质含量则逐渐升高。 而且，粪便中难分解的木质素和纤维素等与腐殖质的形成密切相关，木质素和纤维

素降解量越大使得腐殖质产生量越大［３９⁃４０］。 秦莉等［４１］研究发现，粪便堆置过程中高温阶段是有机碳降解和

碳素损失的关键时期，这与于子旋［４２］和单德鑫［４３］报道的堆体高温发酵期导致牛粪有机碳和水溶性有机碳含

量等显著降低的研究结果一致。 而在高寒环境下，杜子银等［５］ 通过开展模拟牦牛和藏绵羊粪便返还试验研

究发现，经过 ９３ ｄ 自然降解后，牛粪和羊粪全碳含量显著降低，降解初期的集中降水对粪斑的淋溶和冲刷可

能是加速斑块破碎并促进有机质降解和碳损失的重要原因。 此外，鱼小军［１７］还发现，不同月份间牦牛粪有机

碳含量均值为 ３９．４％，且 １０ 月份最高，５ 月份最低；而绵羊粪有机碳含量均值为 ４１．１％，且 １２ 月份最高，５ 月

份最低，稍高于牦牛粪。 这种牛粪和羊粪降解过程中有机碳含量的差异可能源于粪便自身物质组成、气候环

境及其降解程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另一方面，牲畜粪便中有机氮约占 ９０％［３４］，无机氮仅占 １０％左右，粪便降解过程中氮素转化以有机氮矿

化为主。 对于自然降解过程而言，微生物通过氨化作用分解有机氮产生氨气，氨气溶于粪堆中形成铵态氮，进
而使得铵态氮在堆体温度、通气性、ｐＨ、以及微生物活性等因素影响下，一方面被氧化为硝态氮，另一方面作

为细胞生长的氮源供微生物同化［４４］，也可以发生反硝化作用脱氮或者以氨挥发形式发生氮素损失［４５⁃４６］。 总

体而言，粪便降解过程既包括高温和高 ｐＨ 导致的氨挥发损失，又有厌氧条件下硝态氮的反硝化作用脱氮及

渗滤液或雨水导致的氮素淋溶损失［４７］。 牛粪斑块面积大，粪斑破碎化和分解速度缓慢，营养物质被束缚在牛

粪中，导致氮素损失和营养物质周转率较低。 但相比之下，刘新民等［４８］ 在内蒙古典型草原的研究发现，牛粪

的降解速率显著高于羊粪，两种粪便类型中氮素以有机态为主，矿化速率均较为缓慢，磷素以无机态为主，释
放速度较快，春季的冻融循环会显著促进两种粪便氮和磷矿化速率增加。 单德鑫［４３］研究指出，牛粪在整个降

解过程中氨挥发量较低，且大量氨挥发集中在发酵初期。 而且，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等［４９］ 认为，不同月份气温的差异强

烈影响着牛粪氨挥发。 在平均气温为 １６ ℃的 ６—９ 月氨挥发率较高，而平均气温为 ９．２ ℃的 １０—１２ 月氨挥

发率较低，二者所导致的氨挥发损失的氮量分别占初始全氮量的 １８％和 ２％，表明气温越高牛粪氨挥发量越

大，而适当降低温度会减少氨挥发且有助于堆体保氮。 此外，于子旋［４２］ 通过室内模拟试验发现，７０ ｄ 堆肥过

程中牛粪铵态氮含量降低 ８７．８％，而硝态氮含量增加至堆肥前的 ５６．８ 倍，与单德鑫［４３］ 的研究结果类似，即发

酵初期牛粪铵态氮含量急剧降低，而硝态氮含量变化与之相反，速效氮含量则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

趋势。 粪便降解过程中硝化作用的持续进行可能是铵态氮含量持续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降解时间的

增长，牛粪全磷含量逐渐增加，总腐殖酸，游离腐殖酸和水溶性腐殖酸含量在发酵初期明显降低，但至腐熟期，
其含量又逐渐升高。

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牲畜在不同放牧季节，其粪便降解过程中的养分变化特征表现也各不相同。 姜圆

圆［５０］研究发现，夏季是绵羊粪养分降解的重要时期，粪中干物质、有机质、碳氮含量、粗脂肪、中性洗涤纤维和

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均随降解时间的增长显著降低，而磷和钙含量变化不显著。 李博等［５１］ 在高寒草甸的研究

发现，牦牛粪便在夏季和秋季的养分分解趋势相似，但在夏季经过 ８５ ｄ 分解后基本达到完全分解状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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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降为初始的 ０．４８％—６．９８％，而秋季养分分解速率较为缓慢，主要养分仅降为初始的 １３．４％—４０．１％。 由

此可见，季节更替导致的气候环境变化对于不同类型牲畜粪便降解过程的养分变化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

响，而其作用程度的大小则可能因粪便自身特性和降解程度等的差异而不同。
２．３　 牲畜粪便降解的影响因素

牲畜粪便降解主要受生物和非生物两方面因素的重要影响（图 １）。 其中，生物因子主要是指粪食性昆虫

取食、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的活动［３］。 粪食性昆虫及其周围其他生物在取食和搬运粪便过程中会使得粪便

结构破碎和穿孔，从而有助于促进斑块内部的通气性并加速其降解速率［５２］。 粪食性无脊椎动物、甲虫、双翘

型幼虫和蚯蚓等通过促进通气条件和微生物活性等发挥重要作用［５３］。 另外，牲畜粪便有机物分解和养分转

化等各种生化过程都是在微生物参与下完成的，而粪便化学组成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分解者微生物和酶的活

性［３０］。 研究表明，约 ５０％的牛粪斑块的降解是由蚯蚓主导的，而甲虫的贡献约占 １４％—２０％，且不同气候环

境下的牛粪分解者功能群差异较大［５４］。 例如，在气候温和区，蚯蚓是主要的牛粪分解者；在干旱或季节性干

旱区，白蚁对牛粪分解作用最突出；而在地中海气候和青藏高原高寒环境下［５５］，粪食性甲虫是牛粪主要的分

解者。 在微生物作用方面，降雨可以保持适宜于微生物活性的粪便含水量，对于粪便生物降解过程具有重要

的影响。 当粪便表面硬壳形成后，会通过抑制斑块湿润来阻碍其物理降解和微生物降解。 温度和湿度会通过

影响粪便微生物种群活性，从而影响粪便微生物降解过程［６］。 牛粪作为一种无孔基质，是一些大型粪食性节

肢动物的取食场所，其中粪甲虫对牛粪快速破碎化，营养物质转移和控制有害蝇类繁殖具有关键作用［９］。 另

外，由于牛粪初始含水量约为干物质量的 ４—７ 倍，在粪斑中心通常会呈现缺氧的状态，从而限制菌丝扩散到

斑块中心部位［６］。 Ｕｎｄｅｒｈａｙ 和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５６］研究发现，即使牛粪微生物群落丰富，在经过 ２ 个月的降解后，牛
粪有机质仅减少了 １５％，而热值减少了 １８％。 这种缓慢的降解主要是由于粪斑表面真菌活性受到一定程度

的抑制所导致的。

图 １　 牲畜粪便降解过程及其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ｄｕｎｇ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非生物因子对粪便降解的影响主要以天气和季节变化表现最为突出［５６］。 这可能是由于温度升高有助于

促进粪便发酵过程，从而加快有机质降解及粪便腐熟。 Ｒｏｗａｒｔｈ 等［３７］认为，在温带气候条件下，新鲜羊粪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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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式快速分解，并且在冬季 １７ ｄ 内能够完全降解，而在夏季则完全降解时间会超过 １００ ｄ。 相比之下，在干旱

条件下，风干的粪便样品降解缓慢，并且呈现一定的线性变化规律。 另外，粪便的粘稠度状况也是影响其降解

速率的重要因素，含水量高的湿润粪便较干燥粪便降解更为迅速，而粪斑在干旱条件下形成的表面硬壳将削

弱其初始的粘稠度对粪便降解的影响。 Ｈａｙｎｅｓ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６］指出，春季和夏季产生的粪便初始粘稠度对其降

解没有影响，而秋季和冬季液体状的粪便将会更快地分解。 除此之外，粪便自身物理形态也是影响其降解速

率的另一重要因素。 羊粪通常呈较为坚硬的颗粒状，在单位重量内具有较单个面积大且结构完整的粪斑更大

的总表面积，使得其更容易遭受雨水打击而发生物理破碎，从而导致其降解速率较快［３７］。 牛粪是不同于羊粪

的一种典型的排泄物类型，其斑块面积大，含水量高，微生物含量丰富，在自然降解过程中往往受到诸多复杂

因素的共同影响。 研究发现，降水是影响牛粪分解最重要的非生物因子之一。 一方面是由于雨水的机械打击

能够加速粪斑的破碎，另一方面是因为牛粪中发生的生物学过程与水分含量密切相关［５７］。 温度和水分等也

能通过改变牛粪的生物群落结构和活性等从而间接加速粪便的降解［５７］。 而由于牲畜践踏、冻融和干湿交替、
以及人为干扰等导致的粪斑物理结构破碎也可能是加速粪便降解过程的外部因素，但目前关于这种物理结构

破碎所导致的粪便降解及其养分迁移转化方面的认识还较为有限。

３　 牲畜粪便降解对土壤养分动态的影响

在放牧草地生态系统中，牲畜粪便中的养分可通过固有矿质养分淋溶和有机质分解与养分释放的途径返

还到土壤系统中［２，４，５８⁃５９］，从而增加土壤 ｐＨ、电导率、微生物量和酶活性［２，６０⁃６１］，并通过增加土壤磷和无机氮输

入等提高粪斑以下及其周围土壤的肥力［６２⁃６５］。 一般而言，牲畜粪便通过增加土壤养分和微生物活性等对土

壤肥力的影响程度与土壤和粪便类型关系密切［５８，６０］。 研究表明，牲畜粪便有机质含量丰富，粪便施加会显著

增加土壤有机碳和总氮含量［２９］。 Ｓｃｈｕｍａｎ 等［６６］认为，放牧牲畜粪便沉积对草地土壤养分循环具有显著影响，
粪便施加是增加草地土壤碳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与 Ｔｕｌｌｙ 等［６７］ 在非洲肯尼亚草地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 Ｈａｙｎｅｓ［６０］

在新西兰多年生草地研究发现的牛粪施加增加土壤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的结果部分一致。 此外，在粪便自然

降解过程中，大气降水导致的粪便可溶性有机碳的淋溶被认为是草地土壤有机碳的重要来源［６８⁃６９］，对于增加

土壤肥力和微生物活性等作用显著。 在我国，颜才玉等［７０］发现，不同放牧率会通过影响藏羊粪的分解速率从

而调控羊粪碳含量释放，且随着放牧率增加，羊粪碳的归还量增加，从而增加土壤碳含量。 此外，鱼小军［１７］和

Ｙｕ 等［７１］在青藏高原天祝高寒草地的研究表明，放牧牦牛粪便堆积会显著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含水量和

土壤有机质含量，与 Ｘｕ 等［７２］在藏北高原退化高寒草甸的研究结果类似，即牦牛粪便施加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含量，但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而与之不同的是，Ｍａ 等［７３］利用１３Ｃ 自然丰度法针对内蒙古两种草地土壤的研

究发现，羊粪施加所伴随的活性基质的输入以及土壤微生物活性的改变会在短期内促进土壤碳的分解，从而

导致净的土壤碳损失和加速草地土壤退化过程，但粪便施加对于土壤有机碳分解激发效应的作用过程和影响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揭示。
另一方面，氮素作为粪便养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草地土壤氮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戎郁萍等［７４］和孙翼飞等［７５］认为，放牧牲畜粪便输入是增加土壤氮含量的重要途径，且粪便氮素返还

在增加土壤矿化氮含量方面表现较为迅速和突出。 Ｔｕｌｌｙ 等［６７］在非洲肯尼亚草地的研究发现，牛粪施加增加

了土壤矿化氮含量，并导致土壤氧化亚氮排放增加，与 Ｃａｒｄｅｎａｓ 等［７６］在英国多年生草地、ｖａｎ Ｇｒｏｅｎｉｇｅｎ 等［７７］

在荷兰草地、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 Ｈａｙｎｅｓ［６０］ 在新西兰多年生草地、Ｍａｚｚｅｔｔｏ 等［７８］ 和 Ｌｅｓｓａ 等［７９］ 在巴西草地、以及 Ｃａｉ
等［８０］和鱼小军［１７］在我国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研究结果类似。 表明对于不同气候环境和草地类型的放牧生

态系统而言，牲畜粪便返还在增加土壤矿化氮含量方面的作用效果一致。 而且，Ｖｅｒｍａ 等［８１］ 在印度季节性干

热天然草地的研究还指出，牛粪沉积较对照显著增加了土壤铵态氮、硝态氮、全氮、有机氮和矿质氮含量，且其

导致的土壤碳 ／氮比值较对照高 ２ 倍。 Ｄａｉ［８２］也证实，施加牛粪导致草地斑块区域全氮含量增加，约为非斑块

区域的 ３ 倍，且牛粪降解过程中破碎的粪斑对于增加土壤总氮含量有显著影响，与 Ｓｏｒｄｉ 等［８３］ 在亚热带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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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的研究结果类似，即牛粪施加增加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而且大小不同的斑块对于增加土壤矿化氮

含量表现也各不相同。 这可能与斑块大小不同改变了粪斑总表面积，从而影响粪便氮素淋溶和迁移转化过程

有关。 除此之外，鱼小军［１７］ 发现，牦牛粪便堆积增加了牛粪覆盖地和距粪堆 １０ ｃｍ 处 ０—１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

全氮、速效氮、全磷、速效磷、速效钾含量，且粪堆覆盖地的土壤速效氮、全氮、有机质、全磷、速效磷、速效钾含

量显著高于距粪堆 ５０ ｃｍ 处的土壤，与何奕忻等［８４］在川西北高寒草甸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粪斑覆盖对土壤

养分的影响会随距离粪堆的远近而表现各不相同。 这主要是由于粪便降解过程中形成的表面硬壳会降低牛

粪养分释放效率，从而表现为距离粪斑越远其影响效应越弱。 此外，闵星星等［８５］ 发现，腐熟羊粪对土壤氮磷

的影响明显大于生羊粪，大量腐熟羊粪施加可显著增加土壤全氮、全磷、速效氮和速效磷含量，而生羊粪和少

量腐熟羊粪施加对土壤速效磷无影响，与郭彦军等［８６］在人工草地和王兴等［８７］ 在荒漠草原的试验研究结果部

分一致，表明牲畜粪便施加量及其自身腐熟状况也是影响其养分返还效应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

面，孙红等［８８］针对贵州高原黑麦草＋白三叶草地的研究表明，畜粪沉积对草地土壤养分的影响还与牲畜类型

和矿质种类密切相关。 塔山牛粪和灼圃羊粪沉积对 ０—１０ ｃｍ 土壤有机质、磷和铁，以及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壤氮、
钾和锌含量具有显著影响。 粪便沉积会增加土壤磷、钾、镁、钠、铜、锰和锌等元素含量，与 Ａａｒｏｎｓ 等［６３］、刘新

民等［４８］、以及姜世成和周道玮［９］的研究结果类似。 畜粪沉积主要影响钾、钠、铜、锰和锌含量在土壤—草地系

统间的转化，消除钠和锰在土壤—草地间的正相关性，降低钾在土壤—草地间的正相关性，并促进铜和锌在土

壤—草地间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形成。 而且，针对不同的牲畜类型，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 Ｈａｙｎｅｓ［６０］ 还指出，羊粪和鹿粪

施加对土壤养分的影响较为有限和短暂，而牛粪的影响是更为显著和长期的，甚至可长达 ３ 年之久［６０，８９］。 总

体而言，牲畜粪便返还较为显著的增加土壤活性养分含量和改善土壤质量，但土壤不同种类养分元素对牲畜

粪便养分返还的响应特性则可能因畜种类型、粪便特性、气候环境和草场状况等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各异。
除此之外，在自由放牧草地生态系统中，牲畜粪便沉积的下垫面状况可能通过调控粪便降解速率和养分

释放过程，从而对草地土壤养分动态产生潜在的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地表凋落物分解是由作为非生物因子

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凋落物质量，以及生物因子的土壤生物活性等因素共同主导的过程［９０⁃９２］，凋落物养分输入

是土壤养分的另一重要来源。 牲畜粪便沉积可能通过改变地表微气候和土壤特性等调控凋落物分解过程，从
而间接影响粪便对土壤养分的供应。 Ｑｉａｏ 等［９３］认为，活性碳氮施加对有机质分解具有激发效应，粪便养分向

凋落物的迁移可为微生物生长和新陈代谢提供丰富的养分和活性碳基质，从而有助于加速凋落物的分解。 而

且，Ｙｏｓｈｉｔａｋｅ 等［６５］在日本寒温带草地的研究指出，一个放牧时期内牛粪摄入的碳含量仅有 ４．０％—９．８％会以

粪便形式返还到草地土壤中，而超过 ７０％的碳会通过矿化分解和呼吸排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损失，高于草地凋

落物约 ５０％的质量损失率，表明与典型的凋落物分解效应相比，牛粪输入会加速草地土壤碳循环过程。 与之

类似的，Ｌｉａｎｇ 等［９４］在青藏高原东缘高寒草甸的研究发现，放牧牦牛粪便沉积会增加其覆盖的凋落物纤维素

和半纤维素的分解，进而加速碳和养分的转换。 同时会减小氮素固持，增加氮和磷的释放，从而可能对调控草

地土壤碳氮磷含量及其空间分布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随着降解时间的增长，牲畜粪便逐渐趋于干燥，易降解

活性养分的减少和微生物活性的降低等的影响可能导致其对凋落物分解的激发效应逐渐减弱，从而削弱凋落

物影响下土壤主要养分的变化。 然而，关于不同气候环境、粪便类型、下垫面特性和土壤状况的草地生态系统

粪便—植被 ／凋落物—土壤体系中粪便养分的迁移转化过程和微生物作用机制及其对草地土壤养分动态的影

响效应等还有待深入研究加以揭示。

４　 结论与展望

放牧牲畜粪便返还是维持天然草地土壤养分平衡和植被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粪便降解是一系列生物

和非生物因子共同作用的过程。 粪便降解过程中易降解有机物和活性养分的分解和淋溶等有助于增加土壤

活性碳氮养分供应，但粪便养分输入对于不同类型土壤养分元素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时空差异。 未来研究

需要重点关注：（１）牲畜粪便理化性质改变对其自身降解过程及其养分释放的作用机制；（２）气候变化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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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草地牲畜粪便—植物—土壤体系中粪便养分的迁移转化规律和可能的影响因素；（３）牲畜粪便返还对养

分匮缺的脆弱和敏感的天然草地生态系统植被生产力和主要养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效应，以期为优化

粪便管理模式、深入解析和合理评估区域乃至全球尺度放牧草地生态系统牲畜粪便返还的生态环境效应提供

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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